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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体谱系论
□　 胡大雷

广西师范大学 中文系 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谱系，即历代系统。 经、子、史在先秦时已建立

起自己的学统、谱系。 “经”在《庄子》中就有所谓

“六经”之称，《礼记·经解》具体记载六经在“为
人” 之 “教”： “温柔敦厚， 《诗》 教也。 疏通知远，
《书》教也。 广博易良，《乐》教也。 絜静精微，《易》
教也。 恭俭庄敬，《礼》教也。 属辞比事，《春秋》教
也。”诸子的谱系虽不分明，尚有迹可循，如儒家孔

子之后的孟子、荀卿之列，墨家后学分离为三派，等
等。 史学从“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到言事一体的

《左传》，再到司马迁继《春秋》而作《史记》，等等。
而集部文字的谱系则建立较晚，其建立之初，就以述

文体为纲，故又称为文体谱系。
文体建立独立的谱系，首先是《汉书·艺文志》

“诗赋”单独立类所产生的影响，其标志即以文体名

来命名文本类别。 《诗赋略》的建立是从经学谱系

“六艺”中分化出来，赋分为四，其首列分别是屈原

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前三者即为赋的派别的创

始人，突出的是以人为系。 文体建立独立的谱系，刘
熙《释名》亦功不可没，他把文体与其他事物分化开

来叙说，其释文体名者有三：“释言语”类，有诸如

“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
说，述也，序述之也”等对文体的叙说。 “释书契”
者，释与“书”“契”这两种动作有关的事物、概念，所
论及文体者如“笔，述也，述事而书之也”，“简，间
也，编之篇篇有间也；簿，言可以簿疏密也”等。 “释
典艺”中，有诸如“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

用也；仪，宜也，得事宜也；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
记，纪也，纪识之也”等，是有典范意义的文体。 实

际上，他把文体分为“口出”（言语）、“笔书”（书契）
两大系统，又列出具有典范意义者（典艺）统领此二

者，其对文体谱系的影响是大类区分以及文体名的

阐释。 文体建立独立的谱系，最重要的是总集的出

现，挚虞《文章流别》为总集之祖，其“自诗赋下，各
为条贯，合而编之”，即说在总集中诸文体的排列是

平行的、各自单列的，现存最早的总集《文选》很好

地继承了如此体系。 《文章流别》在文体排列下又

有文体论说，并系挂作品及作家作品论；且其文体论

说又是分层级的，如诗，“古诗率以四言为体”，“后
世演之，遂以为体”，即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

都是“四言为体”衍生而来。
文章建立起以文体为核心的谱系，最为关键之

处在于文章以篇为单位而独立，显示是独立的文体。
《汉书·艺文志》的“诗赋”单独立类走出第一步，任
昉《文章缘起》明确称不论“六经素有歌诗书诔箴铭

之类”，其所探讨的是“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

为文之始。 故因暇录之，凡八十四题”；他要建立自

秦汉开始的、独立文体的文体谱系，即吴承学说：
“任昉所要讨论的，是脱离经学束缚的个体文章创

作。”萧统编《文选》，把集合化的经、史、子的文字排

除出文体谱系，他有专门论证，于是总集只录单篇形

成惯例。 文体谱系另一核心问题是分层级，定源流、
述传承，《汉书·艺文志》列有诸多作家赋，都是从

“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衍生而来；《释名》所述诸

多文体，都是“言语” “书契” “典艺”三大系统下的

从属；《文章流别》 “四言为体”下的三言、五言、六
言、七言、九言；《文选》所谓“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

次”的作品排列，都有突出“为文之始”，又阐述为文

之流。 上述两个核心问题，都离不开系挂作家作品、
论述作家作品，可见总集对于文体谱系的重要意义。

文体谱系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对文体的描述。 刘

熙“释言语”、“释书契”、“释典艺”，是通过“释名”
来描述文体的性质与功能；挚虞《文章流别》专门有

“论”来进行这项工作；李充《翰林论》所辨文体有

诗、赞、表、驳、论、奏、盟、檄等，在文体辨析的同时还

注意某人某文的特点；任昉叙说文体缘始；《文心雕

龙》文体论则以“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

定篇，敷理以举统”为宗旨。 通过文体描述，确定文

体的身份，才确定其进入文体谱系的合理性，先唐的

文体谱系早已确定这一工作。
唐代以后的文体学家对新生文体也要做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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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如“记”，为唐代盛行撰写嵌在墙上的碑记即

“壁记”的扩伸，《文苑英华》 《唐文粹》 《宋文鉴》等

都有记体，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记》云：“大抵记

者，盖所以备不忘”；“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
此为正体”，把其一事一记一议的篇翰性质说得清

清楚楚。 又如“传”，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传》称：
“厥后世之学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虑其湮没

弗白；或事迹虽微而卓然可为戒者，因为立传，以垂

于世。”阐述其与《史记》列传的不同。 “记”与“传”
都本是史学文体，吴讷可以对其进行描述，世人即知

其与正史所载不同，即知其进入文体谱系的合理性。
文体谱系的主要功能之二，揭示谱系内文体的

因果关系。 其一，文体谱系通过排列型描述，表达出

诸文体的逻辑秩序及身份定位，通过级次的划分来

解释文体产生的因果关系。 如《文章流别》述“文
章”，称文体都在其范围之内，其下有诗、颂、铭、诔、
祝、箴、七、碑、诔、哀辞、哀策、图谶等文体，这是一个

级次的；而诗“四言为体”下又分三、五、六、七、九言

诗的论述，则是低一级次的文体类目。 《文心雕龙》
文体论，其篇名所属文体为一层级，以下又有一级

次，如诗的四言、五言、七言、三六杂言等；“杂文”统
领下的“对问” “七体” “连珠”，以及“汉来杂文，名
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

讽谣咏。 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 文体的等级

差别，表现在排列顺序上，也表现在如此论述上。
后代在《文章流别》四言外其他诗体“非音之

正”的影响下，往往强调以“正变”分文体的“高下”
级次，如真德秀《文章正宗》不录“变体”；如《文章辨

体》、《文体明辨》退“变体”为附编、外编，明代人彭

时称《文章辨体》 “使数千载文体之正变高下，一览

可以具见”。
级次的划分或为文体下又以事类为目，萧统

《文选序》称“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 诗赋体既不

一，又以类分”，后世文章总集多如此以文体为纲、
以事类为目两级次的编纂方式，至宋代时还占据主

流。 甚或文体下的以事类为目，也有级次，如黄宗羲

《汪扶晨诗序》论诗的类型两级次，先以“兴、观、群、
怨”区分类型，而“兴、观、群、怨”下又各有类型。

其二，文体谱系还有对文体崇尚的因果关系的

解释，如对“文宗于经”、“（文）原出于五经”的辨析

与解释。 《文心雕龙》以“道、圣、经、纬、骚”为“文之

枢纽”，认定“文”与“六经”分署两个谱系。 但《文
心雕龙》又称文应该“宗经”，“经”对各类文体来说，
有“《易》统其首”者，有“《书》发其源”者，有“《诗》
立其本”者，有“《礼》总其端”者，有“《春秋》为根”
者；《颜氏家训·文章篇》也称文章“原出《五经》”，
强调“文章”为社会、为朝廷的实用性，四库馆臣称，
这是“特为明理致用而言”。

其三，文体谱系又有对各文体内在因素及文体

间因果关系的分析。 《文章流别》解释赋的古今不

同，称“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故“言
省而文有例矣”；而“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

助”，于是“言富而辞无常”。 又如《文心雕龙·诠

赋》以“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

丽”来解释赋的文采的产生；称“讹体” “谬体”的原

因，或在于“褒过而谬体”，或在于“弄文而失质”，以
及解释曹子建、陆士衡乐府作品“俗称乖调”，是因

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 以上这些解释，都是

既叙说了现象，又给出原因。
建立文体谱系的重要方法是“归类”，文体谱系

既以单个文体为基本单位，又以“类”为基本单位，
“归类”使文体谱系区化为数个或十数个相互并列

的体系。 刘熙《释名》就把文体归类为“言语”、“书
契”、“典艺”三大集合体；唐代柳宗元《杨评事文集

后序》称“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

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这是从文体起始来归类。 不

同的归类方式，文体谱系的意味也就不同；而文体谱

系不同的意味，最终导致文体谱系发生变革。
文体“归类”或在于突出文体的体裁因素，如南

北朝时期的“诗笔”之辨，有所谓“沈诗任笔”，有“谢
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等等。 在此基础上，
“笔”又归为两类：“今文” “今体”与其对立的散体

古文。 于是，文体归类为诗、散、骈三大类，清王棻

说：“文章之体三：散文也，骈文也，有韵文也。”这种

突出文体的体裁因素的归类方式，促使诗、散、骈分

录的总集或以某一归类为独立单位的总集的出现。
如录诗的《玉台新咏》、《河岳英灵集》等；宋人姚铉

《唐文粹》则为“古体”总集，宋代还有特别标榜以散

体为主的“古文”的总集，如真德秀《文章正宗》、吕
祖谦《古文关键》等。 明人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
虽录 １３２ 类文体，但不收诗赋。 清代又有特别标榜

专录“骈文”的总集，如陈维崧《四六金针》、李兆洛

《骈体文钞》等。 于是，文体谱系的身份，则分为诗

或韵文的文体谱系、散文或古文的文体谱系、有骈或

四六的文体谱系等。 还有另一种文体归类，如南北

朝时又有所谓“文笔之辨”，刘勰称为“无韵者笔也，
有韵者文也”，或为范晔所云“公家之言”与私人化

“事外远致”之别，或为萧绎《金楼子·立言》的“文
笔”区分，称“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称
“至如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
灵摇荡”。 这是“放弃以体裁分文笔的旧说，开始以

制作的技巧，重为文笔定标准”，这种归类方式的特

性在于突出文体的功能因素。
“归类”开创了文体谱系新局面，即“经、子、史”

的入集。 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以“归类”进行总

集编纂，他以功能把文体归类为辞令、议论、叙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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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的四大类，也就是说，无论是否集部的文字，只要

具有“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功能的文字可以进入

总集，这不能不说文体谱系的一大革命性行为，其表

现即《文章正宗》录入史部的文字。 “辞命、议论”所
录的史部文字，应该都是“成文”，即原就是独立的、
已经写成的文章，本是作为档案材料被史官保存着

的。 而“叙事”者，是经过真德秀选摘、拼凑而成的，
如所录《史记》的《屈原传》，其就删略了《史记》所

录屈原的《怀沙之赋》以及篇末的“太史公曰”等，使
史书的“传”更像文章的“传”。 尤为显著者，是真德

秀破《左传》以“年”为单位的记事而以“叙事”为单

位，如篇题为“叙某某本末”的第一篇《叙隐桓嫡庶

本末》，或 “叙某某” 如 《叙晋文始霸》。 这些 “叙

事”，或为一年之中多种事的某一选录，或为一事跨

两年度的合一。 又如破《史记》以“人”为单位的“记
事”，节录为以“事”为单位者，如篇题为“叙某某”的
《叙项羽救钜鹿》、《叙刘项会鸿门》等。 四库馆臣

称：“总集之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始，遂为后

来坊刻古文之例。”
于是，文体谱系不再仅仅是对存世文体的归纳

与整理，而且可以在理性指导下寻求哪些文字以何

种方式进入文体谱系。 《文章正宗》的作法，引发一

连串影响。 又有“子”的文字进入总集，《文选》本有

曹丕《典论》之《论文》入总集，这是以子书以“篇”
的身份入总集的例子。 到宋时，曾为真德秀宾客的

汤汉《妙绝古今》，其录诸子之文，从《孙子》、《列

子》、《庄子》、《荀子》、《淮南子》选摘文章，以“妙
绝”为标准选摘一个个片段；以“妙绝”为文体的某

一“归类”。 又有“经”的文字进入总集。 明孙鑛（号
月峰）有《孙月峰评经》１６ 卷，其中有《诗经》 ４ 卷、
《书经》６ 卷、《礼记》６ 卷，非评其整体而论其篇章，
此为“经” 以篇章的形式进入总集。 文体学家让

“经”的文字放下身段，进入文体谱系。 经、史、子的

文字虽然也是以文体的身份进入文体谱系，但显示

的是其文体功能，它们是经过改造才具备文体形式

的。 进而有了“经、史、子、集”为文体“归类”的总

集。 南北朝时颜之推提出文章“原出《五经》”，这是

归类于“五经”的文体谱系，明黄佐《六艺流别》，把
古代文体分别系于 《诗》 《书》 《礼》 《乐》 《春秋》
《易》六经之下，四库馆臣称“是书大旨以六艺之源

皆出于经，因采摭汉、魏以下诗文，悉以六经统之”，
“首次以选本建构文本六经的谱系”。 明陈仁锡编

《古文汇编》，四库馆臣称该书“以经、史、子、集分

部”。 又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之类的新型总

集，即涵括经、史、子、集四部，经、史、子三类的文字，
约占全书 １ ／ ４ 的分量，又把所录文章“归类”为著

述、告语、记载三门，下分为 １１ 类文体，这是超越传

统集部的总集，也是超越传统的文体谱系。 又如以

人为单位的文章归类，如《古文观止》，等。
“归类”得益于剪截与文章再造。 萧统《文选

序》称不录经、子、史等，其理由之一，就在技术操作

上的所谓“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深层次的则

是这些文字非“篇章” “篇什” “篇翰”。 方苞《古文

约选序》就称史书中的“传”本不作为文体独立，称
《左传》、《史记》之类，“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分

剟”，“虽有篇法可求”，“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

焉”。 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做法，是从史的整体摘

录“成文”或选摘部分文字，其所录入者是经过技术

处理的，可谓文章再造，把“史” 改造成为如“传”
“叙”之类的“篇翰”再进入文体谱系；经、子的文字，
也都经过类似的改造而成为 “篇翰” “篇章” “篇

什”，才能进入文体谱系。
如果单独的看经、史、子入集，会惊奇“集”的强

大的吸纳能力；但如果放在整个古代学术史上来看，
这只是“集”步经、史、子的后尘而已，经、史、子早就

有着笼罩或融通其他学术的愿望与实践。 “经”意

谓常行的义理、准则、法制，指导一切、笼罩一切是理

所当然的。 “史”，司马迁就说过，其“成一家之言”
就在于“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就说统合

经、子而成，王世贞则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
“子”，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称“博明万事为子，适
辨一理为论”，诸子之作的特点就是“论”，《文心雕

龙·论说》称“论”在“陈政”、“释经”、“辨史”、“铨
文”都可以用的，即“经、史、集”都有“论”。

“集”融通经、史、子而成文体谱系，或者说经、
史、子入“集”、入文体谱系，是为了满足社会对“作
文之式”的需求。 “史”入总集，是因为宋时学习《左
传》等古文以应课试成为时尚，如姚铉称《唐文粹》
的编纂，“盖资新进后生干名求试者之急用”；吕祖

谦自序《左氏博议》 “为诸生课试之作”；真德秀《文
章正宗》称“以为作文之式”。

天下之“文”既分为经、史、子、集，但经、史、子、
集又统一在文体谱系之中，这就是“贯通”。 贯通，
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打破学科藩篱、实现了学科融

合；文体谱系的贯通，使天下所有书写文字都有文

体，都进入文体谱系；贯通，使“经、史、子、集”各自

吸纳对方而成一体；贯通使“经、史、子、集”还原为

“文”，这是文体谱系贯通的最终方向。 贯通，使
“经、史、子、集”同源且同理，如此的文体谱系形成

了新的稳定的研究范式，形成了持有如此共同研究

范式的文学史家群体。 西方的学科分类传入中国，
建立起现今“文学”观念下的文学谱系，今天我们怎

么认识、建立古代文体谱系？ 我们怎么认识、建立当

代文体谱系？ 这是当今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是文体学家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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